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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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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體系的衝擊與重

要變革，並以布萊爾政府為個案研究。布萊爾政府於一九九七

年開始執政後，對歐洲統合採取迥異於以往的親歐政策。布萊

爾政府的親歐政策，象徵英國對歐政策的重大轉變，而布萊爾

政府時期，英國中央政府體系在「歐洲化」的衝擊下，究竟產

生何種重要變遷？此外，「歐洲化」研究近年來，已發展為歐

盟研究的一項重要研究途徑，其要點著重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的

雙向影響過程。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使布萊爾政府在歐洲

化過程中，能夠更為正面接受與主動參與歐洲事務。布萊爾政

府因而成為檢視歐洲化過程中，歐洲層面與英國國內層面雙向

影響之一個值得探討的個案。本文將利用「歐洲化」的研究途

徑，分析布萊爾政府時期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實證影響，

復探求「歐洲化」的研究途徑，於解釋歐洲化之因果動力的理

論優點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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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論 

本文旨在探討，「歐洲化」(Europeanisation) 對英國中央政府

體系，所產生的衝擊與重要變革，並以布萊爾政府為本文之個案研

究。傳統上，英國對歐洲統合，抱持謹慎疑慮的態度。然而，一九

九七年上台的工黨政府，對歐洲統合採取迥異於以往的親歐政策。

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象徵英國對歐政策的重大轉變。布萊爾政

府歷經三次大選，執政時間長達十年，在這段不短的執政時期，英

國中央政府體系在歐洲化的衝擊下，究竟產生何種重要變遷？這個

值得探究的議題，即為本文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此外，「歐洲化」

研究近來於歐盟研究領域，已發展為一項重要的研究途徑，其要點

著重歐盟與會員國間的雙向影響過程。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使

布萊爾政府在歐洲化過程中，能夠更為正面接受與主動參與歐盟事

務。布萊爾政府因而成為檢視歐洲化過程中，歐洲層面與英國國內

層面雙向影響之一個值得探討的個案。本文將利用「歐洲化」的研

究途徑，一方面檢視布萊爾政府時期，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實

證影響，另一方面，復探求「歐洲化」研究途徑，在解釋歐洲化與

國內結構改變之因果關係，所呈現的理論優點與侷限。 

除導論與結論外，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將回顧「歐

洲化」研究途徑的理論發展。第二部分，將探討布萊爾政府時期，

英國的歐洲化過程。第三部分，則探究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之契

合程度，特別是歐盟治理體系與英國中央政府體系之間，相互契合

的程度與適應壓力。本文的第四部分，將檢視歐洲化過程中，制度

和行為者策略如何造成國內結構之改變。透過理論與實證個案的相

互檢證，本文於第五部分，將反省並檢視「三階段」研究途徑的理

論侷限。經由上述的研究架構，本文希望探究「歐洲化」的衝擊對

英國中央政府造成的重大改變，檢視「歐洲化」研究途徑分析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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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改變的理論解釋力，並展望該研究途徑未來發展的方向。 

貳、歐洲化 

歐洲統合對會員國產生的影響，自歐洲統合起始以來，一直是

一個重要的問題。歐洲統合的進程，歷經一九六○與一九七○年代

的停滯後，一九八○年代中期開始呈現快速的發展。隨著歐洲統合

不斷深化與廣化，歐洲統合對會員國產生的衝擊亦愈深愈廣。因

此，歐洲統合究竟對會員國造成何種重要影響？這個問題亦愈形重

要。於此時代背景下，「歐洲化」此一概念逐漸發展，並成為歐洲

研究中，廣為討論的一個概念。「歐洲化」此一概念，主要探討歐

洲統合對會員國造成的衝擊，以及會員國在統合過程中的回應。 

「歐洲化」的概念及理論發展反映了一九八○年代中期以後，

歐洲統合的加速發展，並展現三項主要特色。其一，「歐洲化」強

調歐洲統合過程中，歐盟對會員國「由上而下」(top-down) 的影響，

並同時關注統合過程中，會員國對歐盟「由下而上」(bottom-up) 的

被動回應或主動影響。「歐洲化」對「由上而下」影響層面的關注，

一方面反映了當時歐洲統合加速發展的時代背景，同時也開創一種

新的理論途徑，使超國家層面的發展對會員國的影響，重新成為研

究的焦點。相較於「歐洲化」，主流的歐洲統合理論較為關注統合

過程中，會員國對歐盟此種「由下而上」的影響。舉例而言，新功

能主義主張會員國間的功能性「外溢」(spillover)，有助於超國家層

次的整合 (Haas, 1958; Lindberg, 1963, 1966)；政府間主義亦強調

「歐洲化」「由下而上」層面的影響，主張歐洲統合的推進是由會

員國的權力與國家利益所主導 (Hoffman, 1966, 1982; Moravcsik, 

1991, 1993, 1998)。因此，相較於這些強調會員國對超國家層次「由

下而上」影響的統合理論，「歐洲化」的概念及理論發展，為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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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研究提供了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其二，「歐洲化」的過程，為一種超國家層次與會員國之間相

互影響的雙向過程。除了重新聚焦超國家層次對會員國層次「由上

而下」的影響，「歐洲化」亦強調所謂的歐洲化過程，是一種超國

家層次與會員國層次之間「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雙向影

響過程  (Bulmer & Burch, 2000: 47-48; Olsen, 2002; Radaelli, 

2004)。因此，「歐洲化」的概念，一方面，能夠探究超國家層次

與會員國層次間的互動與循環過程；另一方面，「歐洲化」亦能探

討，會員國如何被動接收來自超國家層次的衝擊，以及會員國如何

在 這 個 雙 向 影 響 過 程 中 ， 主 動 投 射 國 家 的 利 益 及 增 加 影 響 力 

(Bulmer & Burch, 2000: 48)。因此，「歐洲化」於檢視超國家層次

與會員國之間的影響過程時，能夠提供一種更完整的分析角度。 

「歐洲化」研究的第三項特色，在於強調政治制度在歐洲統合

過程中的角色。相較於其他歐洲統合理論制度，例如新功能主義關

注政治菁英在歐洲統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Haas, 1958; Lindberg, 

1963, 1966)，以及政府間制度主義強調國家作為行為者，在統合過

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Hoffman, 1966, 1982; Moravcsik, 1991, 

1993, 1998)，「歐洲化」則是以政治制度，作為重要的分析單位。

「歐洲化」對制度的關注，反映出一九八○年代中期以後，歐洲統

合的加速發展。於此時代背景下，有關歐洲統合制度發展對會員國

國內政治體系的影響，因而成為研究的熱門議題。此外，歐洲化研

究，亦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新制度主義學術思潮相互結合，賦與制度

新的內涵，使制度除了指涉傳統的正式制度外，同時也包括非正式

的制度，例如習慣、規則、慣例與價值等 (Hall & Taylor, 1996; 

Ikenberry, 1988; March & Olsen, 1984, 1989; Thelen & Steinmo, 

1992)。而「歐洲化」研究，亦與新制度主義的不同學派結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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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與理性選擇制度主義 (Garrett, 1992; Garrett & Tsebelis, 1996)、

歷史制度主義 (Bulmer & Burch, 1998, 2000, 2001; Cowles, Capo-

raso, & Risse, 2001; Pierson, 1996; Smith, 2001)、以及社會制度主

義 (Checkel, 2001) 等學派，使「歐洲化」不僅關注制度在歐洲統

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時亦能融合例如理性選擇、路徑依賴、以

及社會文化等因素，豐富了分析歐洲化過程中制度變遷的理論解釋

力。因此，於此時代背景與學思潮流影響下，「歐洲化」為歐洲統

合研究，提供了一個以制度為主要分析單位的研究途徑，並擴大了

制度在解釋歐洲統合過程中的角色與內涵。 

由於上述的三項特色，使得「歐洲化」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研究

歐洲統合對會員國衝擊的一個熱門途徑。「歐洲化」從最早的概念

發展，逐漸發展成理論途徑，並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領域」(Goetz 

& Hix, 2001: 15)。一方面，「歐洲化」研究不斷結合其他理論或

研究途徑，例如前述之新制度主義、政策分析 (Héritier, 2001; Knill 

& Lenschow, 1998) 及比較政治  (Goetz & Hix, 2001; Kassim, 

2003) 等，強化歐洲化研究的理論解釋力。另一方面，歐洲化亦嘗

試建立新的理論架構，希冀探究歐洲化衝擊下會員國產生重要改變

的因果關係。 

高爾茲 (Maria Green Cowles)、卡伯羅索 (James Caporaso) 與

利斯 (Thomas Risse) 於二○○一年出版的《轉變的歐洲：歐洲化與

國內改變》(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一書中，提出一個「三階段」研究途徑，嘗試分析歐洲化

與國內結構之改變，並將歐洲化對會員國的影響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階段為歐洲化過程，關注的焦點，包括歐洲層面之正式與非正式

的規範、規則、規章、程序、與習慣。第二階段關注的焦點，則為

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goodness of fit)，所謂的「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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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亦即歐洲 (盟) 層面的制度與會員國層面的制度，彼此之間

是否能夠契合的程度。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並進一步提出「適

應壓力」(adaptational pressure) 的概念，亦即歐洲化的過程中，歐

洲 (盟) 層面的制度與會員國層面的制度，彼此之間契合 (fit) 或不

契合 (misfit) 的程度，對彼此所產生的適應壓力。高爾茲、卡伯羅

索與利斯強調，「契合程度」可以反映「適應壓力」，亦即歐洲 (盟) 

層面的制度與會員國層面的制度之間的契合程度愈低，則適應壓力

愈高，反之亦然。第三階段中，則提出包括「結構」(structure) 與

「行動」(agency) 兩個層面的五項中介因素，分析這些因素在歐洲

化過程中，如何促進或妨礙國內結構之改變。結構層面的因素，復

可細分為多重否決點 (multiple veto points)、中介正式制度 (medi-

ating formal institutions)、與政治與組織文化 (political and organ-

izational cultures) 等三個因素。施為層面的因素，亦可分為行為者

權力之差異化增長  (differential empowerment of actors) 與學習 

(learning) 等兩個因素 (Cowles et al., 2001: 6-12)。 

上述的「三階段」研究途徑並指出，當歐洲化對國內環境產生

重大適應壓力，以及中介因素的存在並促使行為者推動制度改變，

於此兩前提下，歐洲化會導致國內結構之改變 (Cowles et al., 2001: 

12)。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所建立的「三階段」研究途徑，於

歐盟研究以及歐洲化研究，展現出突破既有研究的理論創新能力與

優點。首先，「三階段」理論途徑提供了歐洲化研究一個簡明的分

析架構，特別針對歐洲化的過程、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

與中介因素如何促進或妨礙國內結構之改變等三個階段，逐一分析

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如何產生改變。「三階段」理論的分析架構，

使歐洲化抑或歐洲統合對會員國之衝擊與改變過程，得以階段性的

進行解釋與分析。其次，「三階段」理論途徑嘗試在《轉變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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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化與國內改變》一書中，檢視歐洲化過程中會員國的政策、政

體與政治等不同層面的分析單位，進行比較研究。相較於既存的歐

盟研究及歐洲化研究，該研究途徑展現出整合政策、政體與政治等

不同分析單位的理論優勢。最後，「三階段」理論途徑提出「結構」

與「行動」兩個層面的中介因素，以解釋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的

改變。相較於歐盟研究及歐洲化研究的理論途徑，「三階段」理論

途徑提供一個整合「結構」與「行動」兩個層面中介因素的分析架

構，展現嘗試消弭「結構」與「行動」兩個分析層面之對立性的理

論企圖。 

鑒於以上的理論優點，本文將利用此一「三階段」理論架構，

檢視布萊爾政府時期，「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實證影響。

本文希望透過「三階段」的理論架構，檢證「歐洲化」與「英國中

央政府」之間的因果關係。所謂的「歐洲化」，於本文中被定義為

超國家層次與會員國層次之間相互影響的雙向過程。因此，本文所

欲探討的焦點在於，究竟歐盟與英國之間「由上往下」以及「由下

往上」相互影響的「歐洲化」過程，究竟對「英國中央政府」產生

何種重要改變。此外，本文希望透過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的實證

個案，檢證「三階段」理論架構在解釋「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

府」兩者之因果關係的理論優點與侷限。本文以下的第参節至第伍

節，分別以上述之「三階段」理論途徑為分析架構，依序探討布萊

爾政府時期的歐洲化過程、歐洲化與英國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

以及歐洲化之中介因素與國內結構之改變等三個階段，以探究布萊

爾政府時期，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衝擊及所造成之重大改變。 

參、布萊爾政府時期英國的歐洲化過程  

就歷史背景而言，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英國對歐洲統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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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抱持戒慎恐懼的態度。例如，英國於一九六○年代，首次申請加

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時，當時的反對黨工黨主席蓋茨克爾 (Hugh 

Gaitskell) 便主張，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將代表「英國千年歷史的

終 結 」 (Gaitskell, 1962) 。 前 保 守 黨 主 席 柴 契 爾  (Margaret 

Thatcher)，亦為著名的歐洲懷疑論者。柴契爾於一九八八年，發表

演說反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決策改革，措辭強烈批評英國沒有開疆

拓土，反而被布魯塞爾的超級國家反統治了 (Thatcher, 1988)。柴

契爾此舉，不僅招致其他歐洲國家領導人的強烈反對外，也造成保

守黨黨內在對歐政策上的嚴重分歧。英國雖然身為歐盟創始會員國

之一，至今卻仍未加入例如歐元等涉及重要國家利益的政策領域。

因此，英國常被形容為歐盟會員國裡一位若即若離的「尷尬伙伴」

(awkward partner) (George, 1998)。 

然而，一九九七年五月，工黨於在野十八年後首次贏得大選，

開啟英國對歐政策的重大轉變。相較於先前執政的保守黨，特別是

柴契爾與梅傑政府的對歐政策，布萊爾政府採取較為正面積極的親

歐政策，主張英國應「建設性地參與」歐洲事務，促進英國在歐洲

的領導地位，而非孤立於歐洲的邊緣 (Blair, 1997)。布萊爾政府從

一九九七年至二○○七，歷經三次大選，為期十年。在十年的任期

內，布萊爾政府努力維持親歐政策的一貫性，企圖展現重要成果與

作為，但也面臨許多的挑戰。以下以布萊爾政府的三個任期為經，

以英國的歐洲化過程為緯，依序探究歐洲化對英國產生的挑戰與衝

擊，與英國如何被動回應，以及英國如何透過積極參與歐盟事務，

主動投射國家利益及增加影響力的重要歷程。 

首先，布萊爾政府於首任任期 (一九九七年至二○○一年)，展

現出主動積極參與歐洲事務的熱情與高度期待。舉例來說，阿姆斯

特丹政府間會議於布萊爾上任後一個月召開，並成為布萊爾政府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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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政策的試金石。歐盟各國領袖，亦高度關注英國當時的新任首相

對歐政策的表現。阿姆斯特丹條約 (The Amsterdam Treaty) 的協商

過程中，布萊爾政府成功展現親歐的政策，以接受過去保守黨政府

反對的社會憲章，對歐盟國家釋出善意，此外，布萊爾政府亦同意

接受阿姆斯特丹條約中，歐盟將政府間決策為主的「司法與內政事

務」之部分政策，轉移至超國家決策為主的「歐洲共同體」此一支

柱。一九九八年九月，布萊爾提出「逐步改變」(Step Change) 計

畫，藉由增加英國政府各部門人員與歐盟國家的接觸與合作交流，

提升英國在歐盟的影響力。這項計畫，不僅成為布萊爾政府主動加

強參與歐盟事務的重要政策，亦取得顯著成果。例如，與一九九七

年相較，二○○○年英國出訪法國與德國的部會參訪人數，便增加

愈五成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2000: 5)。 

一九九八年十二月，布萊爾主動邀請法國總統席哈克舉行「聖

馬洛高峰會」，倡議建立歐洲軍隊。會後達成的「聖馬洛宣言」(Saint 

Malo Declaration)，不僅成為歐洲防衛機制發展的重要轉捩點，也

象徵英國對歐洲防衛政策的重大改變。二○○○年，歐盟於里斯本

高峰會提出「里斯本策略」(Lisbon Strategy)。「里斯本策略」，為

歐盟近年來促進歐盟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計畫，目標是在二○一○年

前使歐盟成為全球最有競爭力、最有活力的知識經濟體。布萊爾政

府對這項策略的積極推動與支持，亦再次展現英國親歐政策的努力

與落實。此外，二○○○年底歐盟簽訂的尼斯條約 (The Treaty of 

Nice)，布萊爾政府同意歐盟在促進英國重要利益的部分政策領域，

例如貿易與工業政策，增加加權多數決的表決程序。 

其次，布萊爾政府的第二任任期 (二○○一年至二○○五年)，

繼續維持一貫的親歐政策。但受到其他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相

較於前任任期的表現，顯得作為有限。除了持續推動上述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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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計畫，加強英國政府與歐盟國家的交流外，英國中央政府並

因應國內的地方分權，發展與歐盟及地方政府間更為複雜的多層次

治理模式。然而，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卻遭到國內外政治情勢

的挑戰。首先，二○○一年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布萊爾旋

即表達支持美國的立場，與美國同一陣線先後出兵阿富汗與伊拉

克。英國此舉遭到不少歐盟國家領袖的反對與批評，不僅傷害了英

國和歐盟伙伴的關係，復損及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承諾。此外，二○○

二年歐元實體貨幣開始流通後，歐元復成為英國國內一項爭議熱

點。布萊爾支持英國加入歐元的立場，引起政府間的分裂，在財政

部長布朗的反對下，布萊爾只好接受英國加入歐元是短期內無法實

現的現實。 

二○○四年歐盟會員國簽署的歐盟憲法條約 (或簡稱歐盟憲

法)，1 成為布萊爾政府親歐政策的另一項考驗。在歐盟憲法條約的

協商過程中，布萊爾政府的協商代表獲得政府的支持，採取正面積

極的態度與歐盟其他會員國協商，謀求英國利益的最大化。舉例而

言，學者史密斯 (Julie Smith) 指出，布萊爾政府不僅在設定議程中

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同時，相較於前任的柴契爾與梅傑政府在歐盟

重要條約的簽訂過程，往往抱持反對的態度，布萊爾政府的協商代

表採取積極的態度，反而能更有效率地爭取到英國政府的利益與偏

好選項 (Smith, 2005: 717)。 

布萊爾政府的第三任期 (二○○五年至二○○七年)，雖然繼續

維持親歐政策，但布萊爾在對歐政策的影響力，漸趨式微。布萊爾

                                                   
1
 二○○四年歐盟會員國簽署的「歐盟憲法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

tution for Europe)，亦簡稱「歐盟憲法」(European Constitution)。「歐盟憲法條約」

於二○○五年遭到法國與荷蘭否決後遭到擱置，最後於二○○七年被「里斯本條約」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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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第三任期開始，歐盟憲法便先後遭到法國與荷蘭的否決，布

萊爾隨即宣布擱置公投。由於當時英國國內反對歐盟憲法的聲浪高

漲，法國與荷蘭的公投拒絕歐盟憲法，適時緩解了布萊爾政府處理

國內對歐盟憲法的反對壓力。二○○五年下半年，英國擔任歐盟輪

值主席，布萊爾在歐盟預算問題上作出讓步，同意放棄每年十億英

鎊的歐盟預算退款，促成歐盟新預算案的通過。此舉招致反對黨的

批評，認為出賣了英國利益，但另一方面，布萊爾的讓步展現他積

極參與歐盟事務的努力。布萊爾政府的第三任期裡，受到歐盟憲法

遭到否決，以及布萊爾決議英國出兵阿富汗與伊拉克導致個人政治

聲望下滑等因素的影響下，布萊爾在對歐政策上的影響力逐漸式

微。特別是萊爾政府選擇支持美國並一同出兵阿富汗與伊拉克，引

起國內輿論的強烈批評與反對，對布萊爾個人的政治聲望與領導能

力造成傷害 (Kuhn, 2005: 56)。舉例而言，根據英國知名的市場調

查機構「國際市場與意見調查」(Market and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ORI) 所做的一項民調顯示，二○○一年發生九一

一恐怖攻擊後，布萊爾做為首相的滿意度為 67%，但相較於此，二

○○七年六月英國與美國出兵伊拉克後，布萊爾做為首相的滿意

度，則大幅降至 38% (2003)。然而，布萊爾仍然對英國參與歐洲事

務，抱持樂觀積極的態度。在二○○七年的辭職演說中，他再次強

調，英國應該強化自身在歐洲的地位，即使受到批評，亦應義無反

顧。回首過往，布萊爾憶及一九九七年上任之初的目標，是希望把

英國重新帶回歐洲事務的舞台中心，他認為：「我們做到了，雖然

這並不容易」(Blair, 2007)。 

揆諸布萊爾政府時期英國的歐洲化過程，可以發現英國對歐政

策的重大改變，從過去的疑歐態度，轉向正面的親歐立場。這也使

得英國的歐洲化的過程，在面對歐盟的持續發展與挑戰時，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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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前任的保守黨政府，更能積極參與歐洲事務，並主動投射國家

的利益及增加影響力。特別是布萊爾政府於首任任期中，提出增加

英國政府與歐盟交流的「逐步改變」計畫，以及主動邀請法國舉行

「聖馬洛高峰會」，倡議建立歐洲軍隊等重要施政。此外，布萊爾

政府於第二任任期中，在歐盟憲法的協商過程中，不僅在設定議程

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並採取積極態度爭取英國的利益。布萊爾政

府的第三任任期，布萊爾的對歐政策，仍然維持積極參與歐盟事務

的態度，但由於布萊爾個人政治聲望下滑等因素，造成布萊爾在對

歐政策的影響力逐漸式微。 

肆、歐洲化與英國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 

探討了布萊爾政府時期的歐洲化過程後，接下來檢視的焦點，

為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之「契合程度」。如前所述，高爾茲、卡

伯羅索與利斯強調，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愈低，則彼

此之間的適應壓力愈高，反之亦然 (Cowles et al., 2001: 6-7)。由於

英國歷史上的疑歐傳統以及政治體系的獨特性，相較於其他歐盟會

員國，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之間的「契合程度」，相對較低。以

下針對英國中央政府體制的重要特性，及其與歐盟所產生的制度歧

異，作一討論。以瞭解英國中央政府在歐洲化過程中，所面對的較

低「契合程度」與較高適應壓力。以下分別就英國中央政府體制的

重要結構與特性，包括不成文憲法、議會主權、行政權與立法權合

一及單一政黨政府、中央集權、與文官中立等，逐一探討。 

首先，英國憲法是不成文憲法，雖然沒有一部成文化的法典，

但憑藉著議會制定法、普通法、憲政慣例、與憲政權威著作的累積，

英國的不成文憲法本身，長久以來即是「強大、彈性、負責的英國

政府的一大特色」(Budge, Crewe, McKay, & Newton, 1998: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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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著英國憲政守護神的重要角色。然而，隨著歐盟此一超國家體

制的不斷發展，特別是歐盟法律於一九六○年代，建立了歐盟法的

「直接效力」(direct effect) 原則與「至高性」(supremacy) 原則，

以及歐盟憲法的推動，相較於歐盟其他會員國皆有一部成文憲法，

英國在沒有一部成文憲法的保障下，對於歐盟憲法與法律層面的衝

擊與挑戰，特別感到戒慎恐懼。易言之，歐盟憲政原則的發展，甚

至是歐盟推動制定成文憲法的嘗試，在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憲法法典

的「屏障」下，容易直接對英國的憲法造成侵蝕。英國的不成文憲

法對英國憲政運作的保障，雖然不亞於其他成文憲法的國家，但是

英國憲法始終沒有法典化，亦招致如英國憲法學者雷德里的批評，

認為英國憲法一如童話中「國王的新衣」(Ridley, 1988)。這也是傳

統上英國政府與人民，對歐盟超國家性質的憲政發展及立憲運動，

多所反對的原因之一。主要的憂慮即為，在歐洲化的憲政衝擊下，

英國的不成文憲法有一天，恐真成為一件「國王的新衣」。職是之

故，歐洲化統合過程中，英國中央政府對有關憲法層級的統合發

展，「契合程度」較低而適應壓力較高。 

其次，英國的「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原則，

為英國憲法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亦受到歐盟憲政發展的衝擊。英國

的「議會主權」意謂，由君主、上院與下院所組成的「議會」，享

有英國立法的最高主權。然而，如上所述，一九六○年代後，歐盟

法取得高於會員國國內法的法律位階，再加上隨著歐盟不斷發展，

歐盟立法的政策領域不斷擴增，決策過程中多數決的表決方式日益

增加，使得英國的「議會主權」原則，在歐洲化過程中受到很大的

衝擊，同時亦產生很大的適應壓力。誠然，英國議會仍然享有制訂

英國法律的主要角色，同時英國議會亦保有制訂法律退出歐盟的權

力。然而，「議會主權」的憲政原則，在歐盟法取得高於會員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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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位階後，一如前述英國的不成文憲法，好似「國王的新衣」。

英國議會雖然看似仍然擁有象徵英國主權的憲政至高性，但實質上

英國的議會，已無法享有「絕對的」或「完整的」的憲政至高性。

因此，所謂的「議會主權」以及「議會至上」的憲政原則，雖然仍

然是英國政府與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石，但在歐洲化的挑戰下，已轉

變成一種相對而非絕對的憲政原則。 

其三，英國中央政府的型態，是行政權與立法權合一的內閣政

府，再加上英國政府通常由一黨領政，故英國中央政府的決策與立

法程序通常由一黨主導，較為簡易迅速。此外，行政與立法權合一

的內閣政府，結合了單一政黨主政的政治常態，使英國政府的決策

風格，相較於歐盟的多黨聯合政府，易於形成單一的立場。然而，

英國政府易於形成單一立場的決策風格，在面對歐盟快速、多邊的

協商環境，卻也產生過於固定而缺少彈性的缺點 (Kassim, 2000: 

48)。相較於此，歐盟部分會員國，由於行政權與立法權分立，常

出現政府行政權與立法權由不同政黨掌握，抑或由於多黨林立，易

產生政府由多黨組成聯合政府的形態。此外，歐盟政府的超國家治

理，亦由不同會員國政府組成，使得決策與立法程序，必須經各方

利益的折衝樽俎，較為不易。因此，歐盟決策風格過程的特色，包

括決策程序較不固定、多重議題的協商議價、非正式的互惠習慣

等，而英國的決策風格則較缺少彈性，在歐盟的決策過程中因而面

臨適應的困難與壓力 (Wright, 1996: 152; Kassim, 2000: 48)。鑒

此，英國中央政府行政權與立法權合一的決策模式以及單一政黨政

府的常態，在歐洲化的過程中，面對來自歐盟層面權力分立與多方

議價的決策過程，亦產生許多適應壓力。 

其四，英國政府為中央集權的政府形態，但自從英國加入歐盟

後，傳統上由英國中央政府享有的決策權，在部分政策領域內，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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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與超國家的歐盟政府一起分享。此外，英國地方政府得以越過中

央政府，與歐盟亦建立起直接管道，獲得決策權力與資源補助，使

英國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權體制，在歐洲化的過程中，受到挑戰。因

此，英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政府形態，與歐盟的多層次治理之間，存

在較低的契合程度及較大的適應壓力。 

最後，文官中立的原則，是英國中央政府的另一項重要特色。

英國的常任文官，須在政治上保持中立。同時，常任文官提供給政

務官的諮詢意見，亦須匿名。然而，歐洲化的過程中，英國文官的

傳統角色亦受到挑戰。特別是隨著歐盟事務的不斷擴增，英國文官

在處理涉歐事務的過程中，容易產生政治忠誠的移轉或是政治權力

增加的可能性。舉例來說，英國於一九七○年代加入當時的歐體的

過程中，便發生外交部常任文官因為過度投入，而造成質疑部分常

任官員享有作出政治決策與判斷的機會，不僅常任文官行事與政客

無異，並對政務官產生很大的影響力  (Owen & Harris, 1987: 

129)。因此，歐洲化的過程中，歐盟超國家政府形成新的利益與政

治忠誠，對英國中央政府傳統的文官中立原則，造成衝擊與適應壓

力。 

綜上所論，可以發現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的重要結構與特

性，包括不成文憲法、議會主權、行政權與立法權合一與單一政黨

政府、中央集權、文官中立等，契合程度較低，並直接或間接造成

英國中央政府許多適應壓力。英國不僅在歐洲化的統合過程中，相

較於其他會員國，表現出抗拒與懷疑；在制度上的契合程度，亦相

對於其他會員國，產生較低的契合程度。 

伍、歐洲化之中介因素與英國國內結構之改變  

瞭解歐洲化與英國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較低之後，本文接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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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探究的問題是，於此較高的適應壓力之下，究竟有何中介因素

促進或妨礙英國國內結構作出改變？如第二節所述，高爾茲、卡伯

羅索與利斯所建立的「三階段」理論途徑，於第三階段中提出五項

中介因素，包括「結構」層面的三項因素——多重否決點、中介正

式制度、及政治與組織文化，以及「行動」層面的兩項因素——行

為者權力之差異化增長與學習 (Cowles et al., 2001: 6-12)。以下則

針對這五項中介因素，檢視這些因素在歐洲化過程中，是否促進或

妨礙英國國內結構作出改變。 

首先，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指出，多重否決點的存在，會

妨礙或減緩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的改變 (2001: 9)。舉例來說，

學者澤比利斯 (George Tsebelis) 認為，多重否決點在決策過程中，

是妨礙結構適應的主因之一 (Tsebelis, 1995: 322-324)。相較於以多

黨聯合政府為常態及採取聯邦制的歐盟會員國，容易因為多黨或中

央與地方層級的多極角力產生的多重否決點，而造成決策遲緩。如

前所述，英國中央政府是行政權與立法權合一的內閣政府，並以單

一政黨主政為常態，英國中央政府的決策程序因而較為簡單，容易

達成共識。因此，布萊爾政府時期，亦由於英國中央政府體制中，

多黨角力的多重否決點較少，較易推行政府的親歐政策並產生重要

改變。 

其二，中介正式制度亦為歐洲化的過程中，導引國內結構的改

變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布萊爾政府時期，有兩項重要的正式制度，

在歐洲化過程中，扮演導引重要變遷的中介角色。內閣辦公室歐盟

秘書處的制度性角色受到強化，即為一個顯著的例子。布萊爾特別

倚賴內閣辦公室歐盟秘書長處理對歐事務外，並於二○○○年起，

特別任命內閣辦公室歐盟秘書長兼任首相的歐盟顧問一職，使內閣

辦公室與唐寧街首相辦公室的政策協調，更為流暢。因此，內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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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歐盟秘書處，於英國對歐決策協調機制裡，扮演更為重要的角

色，不僅權力進一步強化、人員亦不斷擴編 (Bulmer & Burch, 2006: 

43)。另外一個重要的例子，則是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布萊爾

政府推行地方分權後，所建立的共同決策協調機制。布萊爾政府推

行的地方分權，將不同程度的中央政府權力與地方政府分享，進一

步促進英國對歐決策過程的多層次治理發展。在英國中央政府層

面，地方分權後，中央政府仍然掌握對歐盟政策的主導權，負責決

定、協調、與執行英國的歐盟政策。但由於很多由中央政府下放到

地方政府的政策權限涉及歐盟事務，這些政策的形成與執行，仍須

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分擔。因此英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

歐盟彼此之間，亦發展出更為複雜的政策管道 (Burch et al, 2003: 

84)。英國對歐政策的決策過程，因而從原先的中央集權，演變成

一種更為複雜的多層次治理的模型。 

其三，政治與組織文化，亦為歐洲化過程中，一項重要的中介

因素。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規範與價值，帶

來一項重要顯著的文化改變。相較於之前的保守黨政府，布萊爾政

府帶來積極參與歐盟事務的新氣象。因此，英國中央政府的部會首

長與文官，在處理歐盟事務時，能夠以更為正面的態度面對、放手

去做。舉例來說，英國駐歐盟大使華爾 (Sir Stephen Wall) 回憶，

一九九七年的英國舉行大選之前，他正代表英國政府參與歐盟阿姆

斯特丹條約的協商。在五月的大選工黨獲勝後一週，他接到英國政

府的指令，就從「只要說不」變成了「開始說是」(Menon, 2004: 

303)，協商工作的重點不僅要保護英國利益，還增加了積極投射、

開創英國在歐盟的利益。這種心理上的轉變，是一項對很顯著的文

化改變，讓英國官員面對涉歐事務能夠從容以對，而不是感到綁手

綁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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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政治與組織文化的轉變，並未造成英國傳統上文官

中立原則的改變，相反地，文官的政治中立原則仍然繼續維持。2 由

於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使英國文官更為「歐洲化」，但這裡所

謂的「歐洲化」指涉的是，英國文官對涉歐事務，能以正面積極的

態度處理，亦更為熟稔，而非在處理歐盟事務時出現政治忠誠移轉

至歐盟的文化轉變。3 鑒此，英國中央政府的政治及組織文化，由

於布萊爾政府的親歐立場，產生重大的改變，使英國中央政府更能

積極參與歐盟事務。 

行為者權力之差異化增長，作為第四項因素，亦適足以解釋布

萊爾政府時期，英國中央政府在歐洲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重大變遷。

布萊爾政府時期，首相的權力出現顯著增長，並在歐洲化過程中，

扮演導引、促進重要變遷的中介角色。首先，布萊爾於對歐決策展

現主導的強勢風格，任命內閣辦公室歐盟秘書長與防衛暨對外秘書

長，分別兼任首相的歐盟顧問與外交政策顧問，藉此增加布萊爾對

歐政策的領導能力 (Seldon, Ballinger, Collings, & Snowdon, 2005: 

329)。這樣的改變，使原本由內閣辦公室歐盟秘書處協調對歐政策

的主導地位，向首相辦公室傾斜。首相在英國政府對歐決策過程中

的權力，因而造成顯著的增加。此外，由於布萊爾的親歐政策與強

勢領導下，英國中央政府在歐洲化的過程中，特別是與之前的保守

黨政府相比，在國內層面，較易接收歐盟層面的適應壓力並作出改

變；同時，在歐盟層面，亦能主動積極在歐盟層面投射英國的利益。 

最後，學習亦為一項重要的因素，使行為者能夠在歐洲化過程

                                                   
2
 本文作者於二○○○七年一月至三月，於英國訪談十數位英國中央政府資深官員。

受訪者咸認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為英國中央政府帶來重大的政治與組織文化改

變，但並未對英國文官的政治中立原則產生影響。 
3
 此種英國文官「歐洲化」的意涵，亦為前註所述之訪談受訪者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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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變利益與認同。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政策，使英國的對歐接觸

增加，官員因此能夠更為積極處理涉歐事務，並透過學習，逐漸累

積經驗與增加對歐盟事務的瞭解、認同。此外，歐盟二○○○年提

出的「里斯本策略」，引進了一種新的治理模式，稱為「開放協調

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4 這種決策方式，主要建立在

會員國的自願性合作，讓會員國依照自身的國情執行適當的政策，

再透過定期調控、評鑑與會員國間的政策學習，以達到整合協調會

員國政策的目標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000: 12)。這項新的治

理方式，提供英國與其他會員國彼此之間政策學習 (de la Porte & 

Pochet, 2002; Hodson & Maher, 2001: 724; Mosher & Trubek, 

2003: 84) 與觀念整合 (Bertozzi & Bonoli, 2002; Radaelli, 2003: 9) 

的機會，促進了英國政府對歐決策過程的水平歐洲化，也提供英國

官員透過與其他會員國政策協調的過程，相互學習、啟發的機會。 

綜上所論，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提出的五項因素，包括多

重否決點、中介正式制度、與政治與組織文化、行為者權力之差異

化增長、與學習 (Cowles et al., 2001: 6-12)，在布萊爾政府時期的

個案中，皆扮演顯著的中介角色，在歐洲化過程中直接或間接促進

英國國內結構作出改變，展現了理論的解釋優點。然而，在比較分

析這五項因素後，有四項發現與批判。一方面，雖然這五項因素皆

扮演中介的角色，引導英國中央政府作出改變，但這五項因素在個

案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程度不一。研究發現，行為者權力之差異

化增長此一因素，在個案中為主要的中介因素。特別是布萊爾本身

                                                   
4
 二○○○年歐盟的里斯本高峰會中，引進了「開放協調法」此一新的治理模式，但

「開放協調法」這種決策方式，並非是一種完全新穎的決策設計，而是在歐洲統合

的過程中，發展已久。例如在歐洲貨幣聯盟、馬斯垂克條約、及阿姆斯特丹條約等，

皆曾嘗試發展此一決策方式 (Borrás & Jacobsson, 2004: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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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歐政策與領導風格，使英國中央政府得以在歐洲化的過程中，

特別是與前任政府相比，較能作出友善的回應，同時亦能主動參與

歐洲事務、投射英國利益。 

第二方面，這些中介因素，可能促進或妨礙歐洲化過程中國內

結構作出改變，但亦可能產生相反效果。舉例而言，個案研究發現，

多重否決點可以妨礙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產生改變。英國單一政

黨政府的決策過程，與多黨聯合政府相較，存在較少的多重否決

點，因此有助於歐洲化過程中產生國內結構之變遷。但另一方面，

相較於多黨聯合政府較能彈性適應多極協商，英國單一政黨的決策

過程，往往容易在協商過程中固守立場、缺乏彈性 (Kassim, 2000: 

48)，造成較難在協商中作出彈性的決定與改變。因此，在較少多

重否決點的情況下，皆有可能促進或妨礙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作

出改變。 

第三方面，本個案研究亦發現，這些中介因素彼此間，具有相

互增強的影響效果。舉例而言，布萊爾本身的親歐政策與強勢領

導，使行為者權力之差異化增長此一因素，牽引帶動中介正式制

度、政治與組織文化、及學習等因素，造成內閣辦公室歐盟秘書處

的制度性角色強化、英國中央政府積極參與歐盟事務的文化轉變、

以及政府官員處理涉歐事務的機會與動機增強，而能不斷學習並累

積歐洲經驗。 

最後，雖然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將這五項中介因素，分為

「結構」與「行動」層面。然而，研究結果發現，「結構」與「行

動」層面的各項因素，雖然可以分別檢視，但實際上「結構」與「行

動」層面的各項因素是相互影響，方能導引出國內結構的重要改

變。舉例而言，倘使沒有布萊爾政府的親歐態度與強勢領導，內閣

辦公室歐盟秘書處的制度性角色不會特別強化；英國中央政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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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與組織文化上，亦不會產生積極參與歐盟事務的價值轉變；政府

官員在涉歐事務的處理上，亦會減少學習的機會與動機。 

陸、「三階段」研究途徑的理論侷限  

「三階段」研究途徑套用歐洲化與英國中央政府的實證個案，

展現出以上的理論優點。然而，「三階段」研究途徑，於個別的三

個階段之理論解釋力，分別有以下理論侷限。首先，在歐洲化過程

的第一階段，分析單位為歐洲層面的正式與非正式制度。但在布萊

爾政府歐洲化的過程中，會員國層面的英國中央政府，除了被動接

受來自歐洲層面的衝擊外，亦積極主動投射英國利益投射於歐洲層

面。因此，歐洲化過程本身，即為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由上往下」

以及「由下往上」的雙向互動過程。職是之故，第一階段中的歐洲

化過程，若只聚焦歐洲層面的正式與非正式制度衝擊，難以凸顯會

員國與歐洲層面間雙向互動而產生的衝擊與改變。 

其次，第二階段的分析重點，為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合程

度」，契合程度愈低則適應壓力愈高，反之亦然。契合程度的概念

與適應壓力，提供了解釋歐洲化衝擊的條件。然而，若以英國中央

政府體制作為分析單位，英國中央政府內的不同部會，其與歐洲化

的契合程度並不相同。以布萊爾政府個案為例，英國中央政府的不

同部會，各有其特殊的傳統與文化。英國中央政府的主要部會裡，

例如外交部、貿易暨工業部、農漁業部、及內政部等部會，處理較

多涉歐事務，傳統上對歐盟事務較不排斥。財政部則是一個相反的

例子，雖然財政部亦需處理許多涉歐事務，但財政部的官員傳統上

對歐盟的態度較為疏離 (Edwards, 1992: 81)。財政部因而常被認為

是英國中央政府裡，最不熱心支持歐盟的部會 (Dowding, 1995: 

129)。因此，英國中央政府的不同部會與歐洲化之契合程度有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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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亦會連帶影響歐洲化過程中，英國中央政府的不同部會所產生

的結構改變。 

在第三階段裡，如前所論，制度與行為者策略等五項中介因

素，在導引國內結構產生改變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程度

不一。再者，這些中介因素雖可促進或妨礙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

產生改變，但本個案研究發現，這些因素亦可能產生相反之效果。

本個案研究亦發現，這些中介因素彼此之間，具有相互增強的影響

效果，同時也因為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方能導引出國內結構的重

要改變。 

將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的「三階段」研究途徑作一整體來

看，布萊爾政府之個案，亦凸顯出該研究途徑的另外四項理論侷

限。首先，「三階段」理論途徑，主要聚焦於歐洲化過程中歐洲層

面與會員國國內層面的相互影響。然而，布萊爾個案中發現，包括

國際層面與次國家層面 (地方或區域政府) 的重要發展，亦會間接

影響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的改變。舉例而言，二○○一年九一一

恐怖攻擊事件後，布萊爾政府與美國一同出兵阿富汗與伊拉克，造

成的個人政治聲望下滑，亦連帶弱化布萊爾在英國對歐政策的影響

力。此外，布萊爾政府任內推動的地方分權，亦促使英國在歐洲化

過程中，因應發展出英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歐盟之間更為複

雜的多層次治理模型。鑒此，歐洲化研究途徑除了關注歐洲與會員

國國內層面的相互影響之外，亦需檢視國際與次國家層面的制度與

非制度發展，對歐洲化過程中國內結構產生改變的直接或間接影

響。 

其二，「三階段」理論途徑，著重於探討歐洲化過程中制度與

行為者層面的因素分析，忽略媒體及輿論所扮演的角色。個案研究

發現，媒體及輿論在英國的歐洲化過程中，雖然並非造成英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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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要改變的主要原因，但亦產生間接的影響。例如布萊爾政府

與美國同一陣線，先後出兵阿富汗與伊拉克，引起國內輿論的強烈

批評與反對，對布萊爾個人的政治聲望與領導能力造成衝擊，連帶

亦造成布萊爾在對歐政策的影響力，逐漸式微。 

其三，「三階段」理論途徑，可以套用於「政體」、「政策」

與「政治」等不同層面的分析單位，但並未探究這些不同分析單位

間的互動關係，是否促進或妨礙歐洲化對國內之衝擊與改變。布萊

爾政府個案的分析單位，聚焦為英國中央政府體制此一「政體」。

而個案的研究結果發現，歐洲化過程中，「政體」、「政策」與「政

治」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並且共同造成歐洲化過程中英國中央政

府的重要改變。以英國中央政府為例，隨著首長的親歐「政策」的

轉變與「政治」權力增長，使英國在歐洲化過程中，展現了友善回

應歐盟發展及積極參與歐盟事務的熱忱，同時，也使英國中央政府

此一「政體」，在面對與歐洲化的較低契合程度下，亦能產生重要

改變。因此，歐洲化研究在分析「政體」、「政策」或「政治」時，

這些不同的分析單位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助於解釋歐洲化過程

中國內結構是否以及如何做出改變。 

最後，「三階段」的研究途徑，提出包括「結構」與「行動」

兩個層面的五項中介因素，意欲檢視這些因素如何在歐洲化過程

中，中介國內結構的改變 (Cowles et al., 2001: 9)。然而，這五項中

介因素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並未深入檢視。以布萊爾政府個案為

例，研究發現，歐洲化對英國中央政府的衝擊，不單單是制度層面

的影響，或僅僅是行為者的權力消長與學習效果，而是透過制度與

行為者的相互影響，方使英國中央政府在與歐洲化的低度契合情況

下，產生重要的結構變遷。「三階段」的研究途徑中，檢視了包括

「結構」與「行動」這兩個相互對立層面的中介因素。這些因素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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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豐富了歐洲化衝擊下國內結構作出改變的理論解釋力，但是「三

階段」研究途徑，並未探究「結構」與「行動」兩個層面的中介因

素彼此之間，如何相互影響而引導出歐洲化之下國內結構的改變。 

因此，倘若無法檢視「結構」與「行動」兩個層面的各項中介因素，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中介因素僅能凸顯「結構」與「施為」

兩個層面的二元對立關係，反而無法擴大「結構」與「行動」層面

各項因素的總體解釋張力，甚至是「結構」與「行動」二元對立關

係的和解可能性。 

柒、結論  

藉由探討歐洲化過程、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合程度」、以

及制度與行為者策略等中介因素，高爾茲、卡伯羅索與利斯建立的

「三階段」理論途徑，提供了一個清楚的分析架構，有助於探究歐

洲化衝擊下會員國產生結構改變的因果關係。本文利用「三階段」

理論途徑做為分析架構，套用於布萊爾政府個案，研究結果發現，

歐洲化的過程中，英國中央政府在與歐洲化的低度契合情況下，由

於布萊爾對歐政策的重大轉變以及個人的領導風格，再加上制度與

行為者等中介因素的相互影響，造成英國中央政府的重要改變。 

此外，本文透過理論架構與實證個案的相互檢證，亦發現「三

階段」研究途徑的理論缺失與侷限。而這些理論解釋的限制，適可

作為「歐洲化」研究途徑未來值得進一步發展的研究議題。「三階

段」理論途徑未來的發展，應針對上述之理論缺陷，做出以下修正。

一方面，就「三階段」理論的個別階段而言，第一階段的歐洲化過

程，未來的研究應探究歐洲層面以及會員國層面之間，正式與非正

式制度之雙向互動。第二階段中，應注意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契

合程度」，於英國中央政府不同部會之間，有所差異。同時，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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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亦會連帶影響歐洲化過程中，英國中央政府的不同部會所產生

的結構改變。第三階段中，未來研究則需進一步探討制度與行為者

策略等五項中介因素，彼此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並導引國內結構產生

改變。 

另一方面，就「三階段」理論作一整體而言，需要修正之處有

四。首先，後續研究除了關注歐洲與會員國層面的相互影響，亦應

檢視國際與次國家層次的制度與非制度發展對歐洲化的影響；其

次，後續研究亦需探討歐洲化過程中媒體及輿論所扮演的角色，特

別是其對政府政策和政治文化的影響。再者，歐洲化研究應進一步

探究歐洲化過中「政體」、「政策」與「政治」等不同分析單位的

互動關係，如何影響歐洲化對會員國造成之衝擊與改變。最後，針

對「三階段」理論提出的「結構」及「行動」兩個層面的中介因素，

後續研究應進一步檢視這些中介因素彼此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因而

導出歐洲化下國內結構的改變，復應探究「結構」及「行動」兩個

層面的對立分析上，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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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uropeanisation on UK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Blair government. The election of the Blair gov-
ernment in May 1997 marked a new start for the UK’s European policy. 
Compared to its predecessors, the Blair government adopted a more pos-
itive approach to the EU. During the Blair government, what are the 
changes to UK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Europeanisation? Also, “Euro-
peanisation” h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European studies, draw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EU and domestic levels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Blair government, which significantly shifted the 
UK’s policy towards Europe, facilitates an examination of Europeanisa-
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uropean and national 
levels. This case study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top-down 
effect of how UK central government “receives” changes from the EU, 
as well as the bottom-up effect of how UK central government “projects” 
its interests into the EU. This paper is, therefore, designed with the dual 
purpose of examining the empirical changes to UK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Europeanisation during the Blair government, and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validity of Europeanisation against the empir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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